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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使用与青年人婚恋观光谱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夏普利值分解法

刘德寰,巩　固

摘　要:沿着“传统—现代—后现代”的社会变迁维度建构青年人婚恋观光谱,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和夏普利值分解

法,考察社交媒体和社会结构背景对婚恋观产生影响的因果机制和二者间的动态博弈后发现: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

会因素这三层结构性背景非线性地影响着青年人社交媒体使用方式;“传统基础型”婚恋观受个体结构性背景的影响

最大,相比之下,社交媒体的作用微不足道;“现代适应型”婚恋观更多地被弱关系社交媒体所强化;“后现代探索型”婚

恋观同样深受社交媒体影响和异构,强关系社交媒体削弱了此观念,而两性情感交友类社交媒体则反过来强化了对这

一观念的普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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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２０２３年中国人口的出生率为６．７７％,而死亡率为７．３７％,这意味着,中
国人口时隔六十余年首次出现负增长.青年人尤其是育龄人口的婚恋观念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

方面,婚恋观念类话题引发了公众、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讨论,这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能够唤起用户

情绪、充当个体态度表达渠道、影响社会观念调制方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和媒介技术加速融

汇———网民性别鸿沟的弥合深刻改变了两性群体的社会参与方式,年龄结构的持续变化令更多群体、不同

层次的声音加入公共讨论,作为关系媒介的社交媒体激发了数字社会的广泛交互[１].随着网络业态发展,
社交媒体平台含义和表现形式进一步延伸,青年人产生了更多元化的社交需求和多样化的婚恋模式.社

交媒体的互动性策略吸引了更多用户,丰富了青年的社交场景,将媒体平台与个体生活相绑定,促进了婚

恋观念的建构与流通.
随着生活与认知方式、个体价值和社会技术的变迁,社交媒体和婚恋观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演变,相

关研究视角由此分为三类:(１)结构化视角认为婚恋观是多维度、结构化的指标体系,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

和位置决定了其婚恋观,操作化层面即人口统计学标签;(２)技术决定论认为社交媒体有能力影响甚至形

塑当代青年人的婚恋观;(３)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强调社交媒体中交往“关系链”的意义和价值,认为社会

资本的差异决定了婚恋观和相关行为.三种理论视角的张力反映了不同流派的关照.虽然既有文献对社

交媒体影响婚恋观的建构路径进行了分类梳理或批判性探讨,但使用因果推断研究“社交媒体是否真正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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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青年人婚恋观”的量化分析仍然薄弱.因此,本文以１５~３５岁的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倾向得分

匹配和夏普利值分解法,检验社交媒体和社会结构因素影响青年人婚恋观光谱的作用机理.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结构化的婚恋观与婚恋观中的社会结构

婚恋观的概念界定普遍重视价值取向与期望态度,形成了复杂的结构体系.在操作化测量层面,国内

研究主要围绕恋爱、婚姻、家庭与生育等核心要素的基础形态,考察婚恋观的结构体系,涵盖择偶取向、婚
姻价值与忠诚、家庭夫妻角色、性观念等多重维度,使用较为广泛的有«当代大学生婚姻价值观问卷»«大学

生婚恋观调查问卷(MDLCQ)»等[２Ｇ６].国外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今形成了丰富的实证工具,如关注积极/
消极程度的婚姻态度量表[７]、构建心理因素分类体系的爱情态度量表[８]、将婚姻价值看作两极之间连续体

的盟约/契约婚姻价值观量表[９]等.对比来看,国内注重语句属性的概念提取,关注本土意义的社会事实;
国外则更关注语句文本指向与分型建构,他们明显受到韦伯理想类型分析法的影响.

婚恋观结构本身受到社会结构的复合影响,其中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身份属性和人口标签是关键的社

会要素[１０].技术变迁重塑着社会结构,对婚恋观的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因而大量研究着眼于互联网

技术对婚恋关系的影响[１１Ｇ１２].同时,社会中出现了一系列与技术关联的婚恋新现象.除了直接的婚恋关

系导向,婚恋市场中的仪式行为(如中国语境下的“相亲”)和择偶技术手段纳入了婚恋态度的范畴[１３Ｇ１４].
社交媒体中展现或表达个体身份或群体圈层属性(如“嗑 CP”等)元素成了社会结构和技术结构在婚恋选

择中的交叉点[１５Ｇ１６].此外,多元化的婚恋形态影响到青年群体[１７],裸婚、不婚主义、丁克族、性少数群体等

各类观念和群体在青年观念市场中受到欢迎,越来越多难以归类的中间观念地带得以形成.在既有量表

侧重性观念的开放维度之外,我们同时希望纳入性别角色、现代婚恋形态、家庭内部权力的重构、自我追求

等要素,构建出更细致、非二元的婚恋观光谱.
总体而言,从以往实证研究的工具到结论中提取的“传统—现代”“保守—开放”等二元坐标系虽然能

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旨趣,但不足以描绘婚恋观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演化趋势.我们试图以现有社会事实

为导向,结合经典理论建构、社交媒体潜在影响和婚恋观念自身的主观性、可变性与时代特征[１８],沿着“传
统—现代—后现代”的轨迹,构建一组当代青年婚恋观光谱———“传统基础型”婚恋观强调对婚恋传统价值

(如结婚、生育、家庭优先等观念)的尊重和承认,作为构建社会和文化基础的重要元素;“现代适应型”婚恋

观凸显现代社会中婚恋价值的变化和适应,展现青年人在传统与现代维度之间寻找平衡,接受多样化的生

活方式的整合过程;“后现代探索型”婚恋观表现为在当代个体价值优先的社会语境下对传统婚恋抗拒或

重新解读时的疏离态度,暗示青年人在婚恋关系中寻求新的形式和定义,反映了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独立

性和自我实现的追求.
(二)技术视角下的社交媒体与婚恋观

婚恋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已经融合到线上线下两类环境,传统本地化慢节奏社交与数字化社交共存.
技术视角强调了社交媒体接触对婚恋观的整体强化与多向异构作用,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

首先,社交媒体改变了婚恋观中的期望与感知.社交媒体提供网络约会的时空条件,改变了传统线下

约会文化和动机,利于用户扩大社交圈层,突破地缘和既有社会关系限制[１９Ｇ２０].但随着使用时间增加,青
年人在社交媒体中更容易比较自己与他人,进而影响对伴侣的期望[２１],也可能增强个体不安感,最终导致

“快餐式”“及时享乐”“液态爱情”[２２Ｇ２３]等婚恋态度.
其次,社交媒体异构了婚恋观中的信息管理行为.一方面,线下孤立的群体和社区在社交媒体中通过

特定的信息策略联结起来,凸显多样性和个性化的话语行动不断塑造着公共认知,人们更容易接触到不同

文化和婚恋观,分享他人的观点、经验和故事,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不同的婚恋观念[２４Ｇ２５].但另一方面,
“信息茧房”的存在可能加剧对特定婚恋观的偏见,减少对不同婚恋观的包容性.因此,社交媒体使用对现

代化、多元化婚恋观的作用方向有待进一步探明.
最后,社交媒体刺激了婚恋观中的依赖关系.社交媒体平台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算法,增加了搜索潜

在婚姻对象或性伴侣的机会[２６],其便利性促进了虚拟沟通,突破了时空限制,人们可投入的交流时间更

长[２７].但随着使用时间增加,过度搜索会对婚恋决策带来负面效应[２８],更容易建立的网络依赖会对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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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生活乃至其他人际关系产生影响[２９Ｇ３０].过度的在线交往弱化了现实行为,个体存在角色失调和错位

的风险,甚至造成伴侣监视和嫉妒心理等不利状态,导致可能离散的后果.
以上视角都注意到技术接触深度个体婚恋观的作用,然而难以排除用户自身社会属性的结构性影响.

因此,结合上述文献,提出一组假设:

H１:控制个体属性后,社交媒体使用时长

a)削弱了传统基础型婚恋观;b)强化了现代适应型婚恋观;c)强化了后现代探索型婚恋观

(三)社会网络中社交关系的分型与博弈

格兰诺维特指出,关系强弱决定了能够获得信息的性质以及个人达到其行动目的之可能[３１].媒体多

样性理论将其应用于包括婚恋关系在内的交流模式[３２]:强关系中,个人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如交往对

象、方式、工作性质等),个体节点之间关系紧密,掌握信息趋同,情感要素更多地参与到人际关系中,有利

于提供更具体的情感支持并促成婚恋结果[３３];反之在弱关系中,个人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能提供不同的

视角、经验和思维方式,令人接触到不同的关系风格,了解自己文化或社会规范之外的经历,这些是亲密的

强关系网络中所不具备的[３４].弱关系有助于拓宽个人对浪漫关系中可能性的理解,促进更开放和非传统

的婚恋态度和行为[３５].如果个人的强关系社会网络无法提供有效观点或建议,人们在面对感情挑战或寻

求新的恋爱机会时可能会向其弱关系寻求支持与指导[３６].
社交媒体放大了强弱关系对婚恋观的影响,使人们能够与更多样化的群体建立联系,能与素未谋面之

人共同消费内容并参与讨论.然而,社会关系也可能对人们的婚恋态度产生负面影响.强关系社交更多

关联现实生活,对婚恋的建议和情感支持可能有效,但也可能给部分年轻人带来更多社会压力;弱关系社

交中的某些观点或经历可能会强化有害的刻板印象,导致不切实际的期望,不利于建立健康和充实的关

系.从社交媒体中获得的建议或指导并不总是准确有用,最终导向糟糕的决策,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社交

媒体使用与负面的婚恋结果相关[３７].基于众多矛盾关系,提出两组假设:

H２:控制个体属性后,强关系社交媒体

a)强化了传统基础型婚恋观;b)削弱了现代适应型婚恋观;c)削弱了后现代探索型婚恋观

H３:控制个体属性后,弱关系社交媒体

a)削弱了传统基础型婚恋观;b)强化了现代适应型婚恋观;c)强化了后现代探索型婚恋观

超人际关系模型[３８]指出在网络环境中遇到陌生人时,用户的自我信息表露态度积极,而随着关系进

　图１　研究假设路线图

一步发展,表露主体会主动披露更多个人隐私信息.当与自己亲密的人交流时,主体会倾向于率先发泄消

极信息,此后才会表露中性信息.在以两性情感交友为主要目的社交媒体中,弱关系可能逐渐转变为强关

系[３９],进而形成“放大镜”式的强化效应,既可能形成螺旋式上的正反馈,也可能因为同类婚恋信息的过载

和倦怠而产生抗拒心理[４０],因而提出以下假设:

H４:控制个体属性后,两性情感交友类社交媒体

a)强化了传统基础型婚恋观;b)强化了现代适应型婚恋观;c)强化了后现代探索型婚恋观

最后,基于媒体多样性理论的延展,社
交媒体使用和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存在一种

竞争博弈关系,考虑复合影响,提出以下

假设:

H５a:传统基础型婚恋观中,个体

社会结构的作用强于社交媒体

H５b:现代适应型婚恋观中,社交

媒体(尤其是弱关系)的作用强于个体

社会结构

H５c:后现代探索型婚恋观中,社

交媒体的作用强于个体社会结构

研究路线及假设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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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所作的“年轻人新潮流”问卷调查.该调查于２０２１年８月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面向１５~３５岁青年群体,覆盖华北、华中、华南、华东、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大城市及

县级地区的互联网用户.该调查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青年群体进行重点调研.为使研究视角覆盖

更多地域,保证人口基数较少的群体被纳入统计,更好地关注城乡间个体层面差异,所以本研究执行过程

采用配额抽样以提升样本代表性和结论公平性.分层标准采用了性别、年龄、城市、受教育程度四类,详见

表１.本研究使用软件SPSS２８和Stata１７进行数据分析.
表１　样本配额的人口结构分布

样本人口结构

性别 占比 样本量 年龄 占比 样本量 城市 占比 样本量 受教育程度 占比 样本量

男 ４５．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岁及以下 ２０．００％ ８００ 一线城市 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 初中及以下 １６．２５％ ６５０

女 ５５．００％ ２２００ ２１~２５岁 ３０．００％ １２００ 新一线城市 ８．３０％ ３３２
高中/中专/
技校/职高

２８．７５％ １１５０

２６~３０岁 ３０．００％ １２００ 二线城市 １６．７０％ ６６８ 大专 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１~３５岁 ２０．００％ ８００ 三线城市 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 本科 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

四线城市 １５．４７％ ６１９ 硕士 ４．３３％ １７３
五线城市 ９．５３％ ３８１ 博士 ０．６７％ ２７

合计 １００％ ４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 ４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 ４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 ４０００

(二)研究方法

１．PSM 法

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ScoreMatching,PSM)法是一种基于反事实推理原则的、处理观察研究数

据的统计方法,尝试在混淆变量的层面平衡处理组和控制组(又称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关系,使样本具备相

似的基础条件从而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核心问题属于因果推断范畴,个体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被视作干预

条件.为最大限度缓解可观测变量的系统差异,我们通过匹配样本多层次属性的方式,削弱了由个人因素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体收入水平)、家庭因素(家庭收入、婚姻状况、子女结构)和社会因素(城市级

别、户口类型、职业及体制属性、社会地位感知)这三大类婚恋观主要影响因素所带来的选择性偏差.
本文第一阶段通过PSM 法考察处理组与控制组在社会结构层面的差异并进行匹配.第一步,通过四

个干预条件(社交媒体使用时长和三类偏好)划分出四对处理组和控制组,处理组赋值为１,控制组赋值

为０,作为四个二分类的中间因变量.第二步,建立四个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以个人、家庭和社会三个

层面的人口统计学信息作为协变量,引入高阶变量进行非线性建模,最大限度增强匹配标准科学性.第三

步,使用４×３轮PSM 模型估计,比较四个干预条件对婚恋观的作用路径.每一轮默认采用最近邻匹配

法,使用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检验结果稳健性.

２．夏普利值分解法

夏普利值分解法通过考察回归模型中给定的各组自变量对因变量总体变异R２ 的贡献率,展现各要素

分配和博弈的过程.本文第二阶段通过夏普利值分解法,探究社交媒体使用模式、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
会因素四类背景条件分别对各类婚恋观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结果以百分比呈现,通过排序进行组间比

较.由于该方法所基于的回归模型对变量类型没有限制,此处干预条件均采用原始的连续型变量.
(三)变量测量与处理

１．作为因变量的婚恋观光谱

三类婚恋观的条目均借鉴前述文献量表题项,并根据研究主题、中文表达习惯和量表篇幅进行了筛选

调整.答案采用里克特五分量表,在经过专家意见征询、试测和修订后投放,因子分析结果见表２.
量表结构效度检验显示 KMO值为０．８１１,Bartlett检验显著性为０．０００,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EFA)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共提取特征根值大于１的３个因子,累计方差解释

率为４３．１２２％.信度检验显示三类因子内部的克隆巴赫 Alpha系数分别为０．７２１、０．７５８、０．６９３,表明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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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一致性均可接受.据因子得分均值结果可知,受访者对三类婚恋观的认可度沿着“传统—现代—后现

代”光谱顺序递减.
表２　量表语句的因子分析与均值描述

三类因子量表语句 因子载荷 均值 标准差

CL 传统基础型婚恋观 ３．６２
CL１ 我认为结婚是必要的 ０．８１６ ０．０３９ －０．１１８ ３．６４ １．１６６
CL２ 我认为生子是必要的 ０．７６１ ０．１８７ －０．１４６ ３．３２ １．２３６
CL３ 我认为恋爱是必要的 ０．６１２ －０．１５１ ０．２７５ ３．９２ ０．９８０
CL４ 我认为恋爱应该以结婚为目的 ０．５９２ －０．２６１ ０．００２ ３．７３ １．０７３
CL５ 我认为家庭比事业重要 ０．５５８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８ ３．６６ １．０１４
CL６ 我能够接受相亲 ０．４１３ ０．１５９ ０．３００ ３．４６ １．１１２
MD 现代适应型婚恋观 ３．３３
MD１ 我能够接受和理解同性恋 －０．３２６ ０．６３１ ０．１６１ ３．１７ １．３５２
MD２ 我能够接受家庭中男性主内 ０．００９ ０．６２５ ０．１９１ ３．０３ １．２７２
MD３ 我认为恋人同居是很正常的 ０．２４１ ０．５９３ －０．０２４ ３．６５ １．０３０
MD４ 我不介意自己的另一半有过性生活 －０．０１８ ０．５２２ ０．２０５ ３．１４ １．０３３
MD５ 我认为在爱情中要专注当下,及时行乐 ０．０９７ ０．４６９ ０．０９５ ３．６６ １．０５１
PM 后现代探索型婚恋观 ２．７５
PM１ 我认为婚恋对日常生活弊大于利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４ ０．７２７ ２．７６ １．１８７
PM２ 我可以拥有长期伴侣,但不愿意领证 －０．２５０ ０．２１３ ０．６９８ ２．３０ １．１３４

PM３
我不想真的谈恋爱,只想享受恋爱的甜蜜(通过影视剧、小说、情

侣博主或恋爱类综艺等“嗑 CP”)
－０．１６８ ０．１７０ ０．６９１ ２．６８ １．２４８

PM４ 我认为离婚和分手差不太多 ０．０２７ ０．２２５ ０．５９３ ２．５７ １．２７２
PM５ 我认为感情关系可以是灵活流动而非固定永久的 ０．２５４ ０．１２４ ０．５３４ ２．９９ １．１１２
PM６ 与其异地网恋,我倾向于保持长期单身 ０．１９２ ０．０３８ ０．３４７ ３．１９ １．１６５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旋转在５次迭代后已收敛

２．第一类干预条件:社交媒体使用时长

PSM 法要求处理变量为二分变量.社交媒体使用的测量题项为“您平均每天在社交媒体平台花费多

少时间”,T 表示时长,选项及样本分布为:“没有接触(３９人,１．０％ )”“T＜３０分钟(７１３人,１７．８％ )”“３０分

钟≤T＜１小时(１０４５人,２６．１％ )”“１小时≤T＜２小时(１３７２人,３４．３％ )”“２小时≤T＜４小时(４５０人,

１１．３％ )”“４小时≤T＜６小时(２２９人,５．７％ )”“T≥６小时(１５２人,３．８％ )”.考虑处理组与控制组均应有

足够规模的样本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社交媒体日均使用时长不足半小时的用户被定义为“低频使用者”,
归为控制组(共７５２人,占比１８．８％ ),日均使用时长在半小时及以上的用户被定义为“高频使用者”,为处

理组(共３２４８人,占比８１．２％ ).

３．第二类干预条件:社交媒体使用偏好

社交媒体使用偏好根据个人人际关系网分为“强关系类社交媒体”和“弱关系类社交媒体”两类.题项

“您经常使用以下哪些软件的社交功能? (多选)”当中,“强关系类社交媒体”分别包含“熟人社交:微信、QQ、

QQ空间、Line、Whatsapp、飞信、Messenger、亲信、ICQ、派派、Skype、KakaoTalk、聊天宝、小肚皮等”,“工作社

交:钉钉、飞书、微信、如流(百度 Hi)、脉脉、LinkedIn(领英)、Teams等”;“弱关系类社交媒体”范围更广泛,包
括“兴趣社交:豆瓣、马蜂窝、小红书、即刻、绿洲、易信、Lofter、nice、Keep、花瓣、半次元、juju、兴趣部落、in、第一

弹等”,“陌生人社交:探探、Soul、陌陌、Tinder、TT语音、积目、summer、苏格、伊对、对面、友加、tiki、遇见、陌
声、贵觅、摩擦等”,“网络社区社交:微博、抖音、Facebook、知乎、Instagram、绿洲、天涯社区、百度贴吧、皮皮虾、
抱抱、名人朋友圈、Twitter、开心网、猫扑、Tumblr等”,“匿名社交:Tape匿名提问箱、Popi等”,“同性社交:The
L、Blued、Grindr、Lesdo、翻咔等”,“种草社交:CHAO、Lemon８等”,“情趣社交:他趣、字母派、Nico、Truer等”,
“女性社交:大姨妈、美柚、她社区等”,“游戏社交:tap、比心、玩吧、会玩、我是谜、派派、崽崽zepeto等”,“校园

社交:Falo、summer、班内等”,“语音社交:Clubhouse、赫兹、TT语音、语玩、轻语、比邻、Discord、YY、echo回

声”,“即时通讯社交:米聊、触宝电话、连信、Telegram 等”,“地图社交:Zenly、spot等”,“视频社交:多闪、抱抱

等”,“文字社交:一言、浅言等”,“加密社交:蝙蝠、点点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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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平台内容属性,我们进而提取出“两性情感交友类社交媒体”,包含陌生人社交、匿名社交、同性社

交、情趣社交、女性社交、校园社交、地图社交、视频社交、语音社交、文字社交、加密社交等与用户的性别特

质、情感状态及潜在的交往意向有较强关联的应用.社交媒体使用类型偏好均为二分类变量,处理组得分

为１代表至少使用一款软件,控制组得分为０代表均不使用.在４０００个样本中,强关系社交用户３５９２
人(８９．８％),弱关系社交用户３３００人(８２．５％),两性情感交友类社交用户１５１０人(３７．８％).

４．作为匹配条件的人口统计学变量

个人因素:女性(１＝是)、年龄(１５~３５岁)、受教育程度(１＝高中及以下,２＝大专,３＝本科,４＝研究生及

以上)、个人月收入(１＝无收入,２＝２０００元以下,３＝２０００~３９９９元,４＝４０００~５９９９元,５＝６０００~７９９９元,

６＝８０００~９９９９元,７＝１００００~１１９９９元,８＝１２０００元及以上).家庭因素:未婚(１＝是)、独生子女(１＝
是)、家庭月收入(１＝５０００元以下,２＝５０００~９９９９元,３＝１００００~１４９９９元,４＝１５０００~１９９９９元,５＝
２００００~２９９９９元,６＝３００００元及以上).社会因素:非农业户口(１＝是)、学生(１＝是)、体制外(１＝是)、
主观生活水平(１~９分别对应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三、研究结果与数据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３　不同使用时长和使用偏好的社交媒体用户的个体背景差异

协变量 均值
社交媒体使用时长

T/F 显著性

强关系社交媒体

T/F 显著性

弱关系社交媒体

T/F 显著性

两性情感交友类社交媒体

T/F　 显著性

女性 ０．５５ ２．５５５ ０．０１１ １．３９９ ０．１６２ ６．６０９ ＜０．００１ ５．３１８ ＜０．００１
年龄层 ２．５４ ２．０５０ ０．１０５ ２．７１３ ０．０４３ ５．７５６ ＜０．００１ １０．８１５ ＜０．００１
受教育程度 １．９１ ２．３３１ ０．０７２ １．７１８ ０．１６１ １１．６９ ＜０．００１ １０．６１６ ＜０．００１
个人月收入 ４．１４ １．７５４ ０．０９２ １．５５４ ０．１４４ ５．５３４ ＜０．００１ ９．１１５ ＜０．００１
未婚 ０．４６ １．３０９ ０．１９１ ０．１４７ ０．８８３ ２．０６６ ０．０３９ ５．４１９ ＜０．００１
独生子女 ０．６０ ０．０９８ ０．９２２ １．９５１ ０．０５１ －２．４９９ ０．０１２ －５．８４８ ＜０．００１
家庭月收入 ３．０３ ３．６２６ ０．００３ １．７２４ ０．１２６ １０．１３３ ＜０．００１ ８．４５４ ＜０．００１
非农业户口 ０．５３ －０．００８ ０．９９４ ０．１４１ ０．８８８ －３．７５ ＜０．００１ －４．４３４ ＜０．００１
学生 ０．２２ １．８４３ ０．０６６ ０．７９３ ０．４２８ ３．７０８ ＜０．００１ ５．９９３ ＜０．００１
体制外 ０．２２ １．１４７ ０．２５２ １．２７４ ０．２０３ ４．４７１ ＜０．００１ ４．４８３ ＜０．００１
主观生活水平 ０．７３ １．０４５ ０．４００ ４．５０６ ＜０．００１ ８．４９１ ＜０．００１ １１．３５ ＜０．００１
城市级别 ４．６８ ２．０３２ ０．１０７ ２．９９５ ０．０３０ ３．９００ ０．００９ ５．７５１ ０．００１

　　注:二分类协变量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T 值及显著性判断参考莱文方差齐性检验结果;多分类协变量使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F 值的事后检验参考方差齐性,采用 LSD和塔姆黑尼－T２.由于“年龄”为数值型连续变量,此处以５岁为一组构

建“年龄层”分类变量作为分组依据.“年龄”均值为２５．６７

表３显示,四类干预条件在个人、家庭、社会因素等三个层面存在系统性的背景差异,绝大多数在

０．１％、１％、５％、１０％的统计学水平上显著.其中,作用于使用时长的要素较少,作用于不同媒介偏好的要

素较多.如果忽视个体背景的差异而采用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简单线性回归,粗略地将干预条

件作为社交媒体使用效应,大概率将产生有偏估计.
表４　社交媒体总体使用时长及偏好类型差异

低频

计数 行百分比

高频

计数 行百分比

皮尔逊卡方

值 显著性　

强关系社交
不使用 １１３ ２７．７％ ２９５ ７２．３％
使用 ６３９ １７．８％ ２９５３ ８２．２％

２３．５５４ ０．０００

弱关系社交
不使用 １７８ ２５．４％ ５２２ ７４．６％
使用 ５７４ １７．４％ ２７２６ ８２．６％

２４．４２１ ０．０００

两性情感

交友类社交

不使用 ４８９ １９．６％ ２００１ ８０．４％
使用 ２６３ １７．４％ １２４７ ８２．６％

３．０３８ ０．０８１

　　注:三组卡方检验中,期望计数均不小于５,最小期望计数分别为７６．７０,１３１．６０,２８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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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４可知,三类社交媒体偏好与使用时长的皮尔逊卡方检验值分别在０．１％、０．１％、１０％的水平上

显著,证明两类干预变量间存在非随机响应,时长和偏好可能相互影响.因此,在筛选PSM 匹配条件的回

归方程中,探究社交媒体使用具体某类干预效应时应控制另一类因素.
(二)倾向得分匹配

１．影响两类干预条件的因素:Logistic回归的非线性模型估计

以社交媒体使用时长及三类偏好作为因变量,建立四个多元 Logistic回归模型(Ⅰ~Ⅳ).个人、家
庭、社会等三层人口统计学变量在每个模型中分布形态具有差异(线性或非线性).两类干预条件之间作

为对向控制变量纳入回归.四个模型合并结果见表５.
表５　影响干预条件的因素: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

变量名及其

非线性形态

Ⅰ．社交媒体使用时长

(高频＝１)

　系数 显著性

Ⅱ．强关系社交媒体

(使用＝１)

　系数 显著性

Ⅲ．弱关系社交媒体

(使用＝１)

　系数 显著性

Ⅳ．两性情感交友类

社交媒体(使用＝１)

　系数 显著性

个人因素

女性 ０．１２５ ０．１４０ ０．１０６ ０．３３０ ０．４８６∗∗∗ ０．０００ ０．３２０∗∗∗ ０．０００
年龄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２ ０．２７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５ ０．２７８ －０．０１０ ０．３１９
　　二次方 / /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４ / / / /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３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３ ０．６３３ ０．１９１∗∗ ０．００７ ０．１３２∗ ０．０１２
个人月收入 ０．０２５ ０．４３４ －０．０２１ ０．６１６ ０．０２９ ０．４０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８
家庭因素

未婚 －０．１３４ ０．２６０ ０．１１６ ０．４５５ ０．１３８ ０．２７５ －０．１１３ ０．２２９
独生子女 －０．０４９ ０．５８３ －０．２５５∗ ０．０３１ ０．１０５ ０．２５６ ０．２９０∗∗∗ ０．０００
家庭月收入 １．３５１∗∗∗ ０．００７ ０．４００ ０．０５３ ０．１６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９ ０．６２２
　　二次方 －０．４２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３ / / / /

　　三次方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２ / / / / / /

社会因素

非农业户口 －０．０７５ ０．４１３ －０．０２８ ０．８１６ ０．０９７ ０．３１０ ０．０１７ ０．８１９
学生 －０．１９５ ０．３０２ ０．１６９ ０．５３８ －０．３１０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６ ０．４９６
体制外 ０．１７８ ０．２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９９７ ０．０３９ ０．８０５ ０．０７５ ０．５１５
主观生活水平 －０．０３３ ０．２５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９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５∗∗∗ ０．０００
城市级别 －０．００８ ０．８７０ －０．０８２ ０．１７６ ０．０５８ ０．２２０ －０．３８３∗ ０．０２８
　　二次方 / / / / / /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０
控制干预条件

社交媒体使用时长 / / ０．５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４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７ ０．４４９
强关系社交媒体 ０．６３５∗∗∗ ０．０００ / / / / / /

弱关系社交媒体 ０．５３１∗∗∗ ０．０００ / / / / / /
两性情感交友类关系社

交媒体
－０．０５３ ０．５８３ / / / / / /

常量 －０．２９６ ０．６８３ －２．７３５ ０．１０８ ０．７０３ ０．１９９ －０．１７６ ０．６９５
对数似然 ３６２７．００２ ２４５６．７５１ ３３６４．９３８ ４９４８．４９１

　　注:回归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为节约篇幅,此处省略标准误;非线性形态并非在每个模型中都适用,不适用项以“/”填

充;∗、∗∗、∗∗∗ 分别表示在５％、１％、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５显示,个人、家庭、社会三类因素在不同方面、非线性地影响了青年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时长和类

型偏好.个人因素方面,１５~３５岁女性使用弱关系和两性情感交友类社交媒体的概率明显高于同龄男

性,该年龄段两端(１５~１９岁、３０~３５岁)的强关系社交媒体用户相似度更高,呈二次分布;高学历青年用

户有更大概率使用弱关系和两性情感交友类社交媒体;高收入青年用户有更大概率使用两性情感交友类

社交媒体.家庭因素方面,独生子女有更大概率使用两性情感交友类社交媒体,也更可能排斥工作和熟人

社交;家庭条件好的青年用户更倾向于使用弱关系社交媒体,家庭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的青年群体更可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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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家庭中高收入和低收入的青年群体则反之,家庭收入对于使用时长的影响呈三次分

布.社会因素方面,主观认为自己生活水平较高的青年用户更可能使用弱关系和两性情感交友类社交媒

体;一线大城市和四、五线小城镇的青年用户更青睐两性情感交友类社交媒体,二、三线城市则反之,城市

线级对该类媒体偏好的影响呈二次分布.
此外,强关系、弱关系和使用时长的对向控制显示该两类偏好与使用时长呈显著正相关,因而在匹配

背景条件,排除潜在因素对因果推断链条影响时必须控制另一组干预条件,而两性情感交友类社交媒体和

社交使用时长之间不必作严格控制.

２．匹配质量检测:平衡性检验与共同支撑假设检验

为保证匹配质量,需对样本匹配是否满足平衡性检验与共同支撑假设检验进行验证.协变量平衡性

检验关注具有相同倾向得分的个体在社交媒体使用上是否出现随机分配的过程,即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

应该具有相似的个体、家庭、社会结构特征,以保证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的准确性.而如果共同支撑域太窄,
则在共同支撑域外的样本得不到有效匹配.四个模型合并显示于表６.

表６　匹配质量假设与共同支撑假设检验结果

模型Ⅰ变量 状态
标准化偏

差百分比

标准化偏

差减幅

匹配组差

异显著性

处理组控制组

方差比

受教育程度 匹配前(匹配后) ７．７(－０．２) ９６．９ ０．０６９(０．９２６) １．０９∗ (０．９９)
家庭月收入 匹配前(匹配后) ６．８(－０．２) ９７．７ ０．０９９(０．９５１) ０．９７(１．００)

二次方 匹配前(匹配后) ５．３(－０．１) ９７．６ ０．２０３(０．９６０) １．０７(１．００)

三次方 匹配前(匹配后) ４．７(－０．１) ９７．５ ０．２６４(０．９６３) １．１４∗ (１．００)
强关系社交媒体 匹配前(匹配后) １７．３(－０．１) ９９．４ ０．０００(０．９６５) ．
弱关系社交媒体 匹配前(匹配后) １８．５(０．３) ９８．２ ０．０００(０．８８９)

模型Ⅰ指标 伪 R方 似然比卡方显著性 均值偏差
共同支撑区域

外样本百分比
方差比率范围

匹配前(匹配后) ０．０１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１(０．２) ３１．３∗ (０．５) ０．７９(０．９８)

模型Ⅱ变量 状态
标准化偏

差百分比

标准化偏

差减幅

匹配组差

异显著性

处理组控制组

方差比

年龄 匹配前(匹配后) ７．０(０．１) ９８．５ ０．１６７(０．９６３) ０．８７∗ (１．００)
二次方 匹配前(匹配后) ５．６(０．１) ９７．９ ０．２７２(０．９５８) ０．９０∗ (１．００)
独生子女 匹配前(匹配后)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５５(１．０００) ．
社交媒体使用时长 匹配前(匹配后) ２３．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 ．

模型Ⅱ指标 伪 R方 似然比卡方显著性 均值偏差
共同支撑区域

外样本百分比
方差比率范围

匹配前(匹配后) ０．０１３(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１．６(０．１) ３０．３∗ (０．２) ０．８１(１．００)

模型Ⅲ变量 状态
标准化偏

差百分比

标准化偏

差减幅

匹配组差

异显著性

处理组控制组

方差比

女性 匹配前(匹配后) ２７．１(－４．７) ８２．８ ０．０００(０．０６０) ．
受教育程度 匹配前(匹配后) １９．０(０．７) ９６．２ ０．０００(０．７８１) １．２８∗ (１．０８∗ )
家庭月收入 匹配前(匹配后) ２９．６(３．９) ８６．８ ０．０００(０．１２４) １．２９∗ (１．２０∗ )
主观生活水平 匹配前(匹配后) －２６．６(－２．８) ８９．４ ０．０００(０．２４１) ０．８３∗ (０．９７)
社交媒体使用时长 匹配前(匹配后) １９．２(－１．６) ９１．６ ０．０００(０．４８４) ．

模型Ⅲ指标 伪 R方 似然比卡方显著性 均值偏差
共同支撑区域

外样本百分比
方差比率范围

匹配前(匹配后) ０．０３６(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１６８) ２４．３(２．８) ４８．３∗ (７．０) ０．９８(１．１６)

模型Ⅳ变量 状态
标准化偏

差百分比

标准化偏

差减幅

匹配组差

异显著性

处理组控制组

方差比

女性 匹配前(匹配后) １７．３(－４．４) ７４．５ ０．０００(０．２１７) ．
受教育程度 匹配前(匹配后) １３．０(７．３) ４３．７ ０．０００(０．０５２) １．１９∗ (１．０５)
个人月收入 匹配前(匹配后) ２４．９(１．４) ９４．５ ０．０００(０．７１２) １．０４(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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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模型Ⅳ变量 状态
标准化偏

差百分比

标准化偏

差减幅

匹配组差

异显著性

处理组控制组

方差比

独生子女 匹配前(匹配后) １９．０(－３．５) ８１．４ ０．０００(０．３１８) ．
主观生活水平 匹配前(匹配后) －２８．４(－０．６) ９８．０ ０．０００(０．８７１) ０．９８(１．１４∗ )
城市线级 匹配前(匹配后) －８．５(３．２) ６２．０ ０．００９(０．３８１) １．０８∗ (１．０１)
二次方 匹配前(匹配后) －６．６(３．３) ４９．２ ０．０４３(０．３６３) １．０６(１．０２)

模型Ⅳ指标 伪 R方 似然比卡方显著性 均值偏差
共同支撑区域

外样本百分比
方差比率范围

匹配前(匹配后) ０．０３２(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２２４) １６．８(３．４) ４３．３∗ (１１．２) ０．９８(１．１４)

　　注:∗ 表示处理组、控制组方差比超出[０．９３,１．０７]区间,共同支撑区域外样本超出２５％,或方差比率范围超出[０．５,２]

与匹配前相比,各协变量标准化偏差、处理组和控制组间的方差比大幅收窄,组间差异P 值均大于

０．１,伪决定系数(PseudoR２,又称伪 R方)降至０．０００~０．００２,卡方检验值变为不显著,均值偏差均小于

４％.根据上述结果可知,匹配后样本自选择导致的估计偏误极大降低,各协变量在统计上不存在显著差

异,即数据匹配具有良好的平衡性.同时,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倾向得分出现趋同的趋势,共同支撑区

域外样本由３０％~５０％区间降至０％~１２％区间,两组样本多数倾向得分值落入共同取值范围,表明样本

匹配效果较好,通过了共同支撑假设检验.

３．社交媒体使用对婚恋观的影响:PSM 平均处理效应估计

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Ⅰ~Ⅳ的分析基础上,本文引入最近邻匹配方法对处理组与控制组进行配

对,并计算出每一个参与配对的个体各自所得到的倾向得分值,以解决选择性偏误的问题.匹配后,模型

Ⅰ~Ⅳ内部的有效样本量分别为:３１２８(剔除７１６)、３５９２(剔除４０８)、３１９１(剔除６５３)、１５１０(剔除２４９０).

１２个PSM 匹配过程在表７中合并显示,包含各组匹配前后处理效应及其显著性(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

由匹配后的组间差值 ATT及P 值反映)、标准误差(AIRobustSE)、处理效应的变化及方向等指标,匹配

过程由teffectspsmatch命令实现.
表７　倾向得分匹配计算结果(最近邻匹配法)

干预条件 状态 传统基础型婚恋观 CL 现代适应型婚恋观 MD 后现代探索型婚恋观PM

Ⅰ．社 交 媒

体使用时长

匹配前 显著∗∗∗ (P＜０．００１) 显著∗∗ (P＝０．００３) 不显著 (P＝０．７０２)

匹配后 显著∗ (P＝０．０３１) 不显著 (P＝０．４５７) 不显著 (P＝０．８６２)

影响 正向(ATT＝０．０９,SE＝０．０４) / /

Ⅱ．强 关 系

社交媒体

匹配前 显著∗ (P＝０．０２１) 显著∗∗∗ (P＜０．００１) 显著∗∗∗ (P＜０．００１)
匹配后 显著∗ (P＝０．０２９) 显著∗∗ (P＝０．００７) 显著∗∗∗ (P＜０．００１)
影响 正向(ATT＝０．１２,SE＝０．０６) 正向 (ATT＝０．１８,SE＝０．０７) 负向 (ATT＝－０．３８,SE＝０．０６)

Ⅲ．弱 关 系

社交媒体

匹配前 不显著(P＝０．７６５) 显著∗∗∗ (P＜０．００１) 显著∗∗∗ (P＜０．００１)
匹配后 不显著 (P＝０．５４６) 显著∗∗∗ (P＜０．００１) 显著∗ (P＝０．０２５)
影响 / 正向 (ATT＝０．２９,SE＝０．０５) 正向 (ATT＝０．１０,SE＝０．０５)

Ⅳ．两 性 情

感交友类社

交媒体

匹配前 显著∗∗∗ (P＜０．００１) 显著∗∗∗ (P＜０．００１) 显著∗∗∗ (P＜０．００１)
匹配后 显著∗∗∗ (P＜０．００１) 显著∗∗∗ (P＜０．００１) 显著∗∗∗ (P＜０．００１)
影响 正向 (ATT＝０．１８,SE＝０．０４) 正向 (ATT＝０．１３,SE＝０．０４) 正向 (ATT＝０．２４,SE＝０．０４)

　　注:∗、∗∗、∗∗∗ 分别表示在５％、１％、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７呈现了控制个体、家庭和社会等结构性因素后,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对青年人婚恋观光谱的影响.
具体而言,社交媒体使用时长增加了青年人对传统基础型婚恋观的认同;强关系社交媒体促进了青年人对

传统基础型和现代适应型婚恋观的认同,但极大削弱了对后现代探索型婚恋观的认同;弱关系社交媒体普

遍增强了对现代适应型和后现代探索型婚恋观的认同;对传统基础婚恋观的正向影响主要来自两性情感

交友类的社交媒体.两性情感交友社交媒体对所有类型的婚恋观都有放大作用,特别是对后现代婚恋观

的影响最为显著.此外,“模型ⅠＧMD”的显著性从显著变为不显著,这一趋势表明,如果忽视选择性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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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干预变量和协变量赋予相同权重后使用线性回归,会高估社交媒体对婚恋观的影响.

４．稳健性检验

利用核匹配法与半径匹配法对平均处理效应(ATT)进行稳健性检验.T 值的绝对值超过１．９６表示

该 ATT值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结果如表８所示.
表８　倾向得分匹配稳健性检验(核匹配法、半径匹配法)

干预条件 匹配方法 CL MD PM
Ⅰ．社交媒体使用

时长

核匹配 ATT＝０．０９,T＝２．０５ ATT＝０．０４,T＝０．８１ ATT＝０．０１,T＝０．２３
半径匹配 ATT＝０．０９,T＝２．１５ ATT＝０．０４,T＝０．９０ ATT＝０．０４,T＝０．２５

Ⅱ．强 关 系 社 交

媒体

核匹配 ATT＝０．１２,T＝２．２４ ATT＝０．１４,T＝２．４６ ATT＝－０．４３,T＝－８．１９
半径匹配 ATT＝０．１１,T＝２．３３ ATT＝０．１５,T＝２．５６ ATT＝－０．４２,T＝－７．９８

Ⅲ．弱 关 系 社 交

媒体

核匹配 ATT＝０．００,T＝０．０５ ATT＝０．２９,T＝６．１４ ATT＝０．１４,T＝３．３６
半径匹配 ATT＝－０．００,T＝－０．０６ ATT＝０．２６,T＝５．４６ ATT＝０．１３,T＝２．９６

Ⅳ．两性情感交友

类社交媒体

核匹配 ATT＝０．１４,T＝４．２３ ATT＝０．１６,T＝４．７２ ATT＝０．２７,T＝７．９９
半径匹配 ATT＝０．１５,T＝４．４０ ATT＝０．１５,T＝４．４２ ATT＝０．２７,T＝７．８６

　　注:此处报告匹配后的 ATT值及其对应的T 值

对比检验数据可以看出,三类匹配方法的估算结果具有较高一致性,显著效应没有改变,说明上述研

究结论有较好的稳健性,可以予以采纳.
(三)夏普利值分解

社交媒体使用、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四类条件对青年人婚恋观的影响路径方向各异,可能产

生相互博弈、相互制约的效果.为深入厘清社交媒体使用和社会结构要素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婚恋观光谱,
我们利用夏普利值分解法进行分组分解和排序.此处弱关系社交媒体中为避免子集共线性博弈,剔除了

两性情感交友类媒体,剩余为“大众社交广场类社交媒体”(如微博、豆瓣等).结果如表９所示.
表９　影响青年人婚恋观光谱的因素排名:夏普利值分解

传统基础型婚恋观 CL
夏普利R２(％) 排名

现代适应型婚恋观 MD
夏普利R２(％) 排名

后现代探索型婚恋观PM
夏普利R２(％) 排名

社交媒体使用时长 ３．３８ ５ ３．７２ ７ １．２２ ７
强关系社交媒体 １．４３ ７ ３．６５ ６ ２１．２６ ２
弱关系社交媒 体(非 两 性

情感交友)
２．１７ ６ ２６．９６ ２ ３．６３ ６

两性情感交友类社交媒体 ４．５９ ４ １５．８８ ３ ３１．０１ １
个人因素 ４９．８７ １ ２７．２７ １ ８．３２ ５
家庭因素 ２３．７４ ２ ８．００ ５ １８．２１ ３
社会因素 １４．８２ ３ １４．５２ ４ １６．３６ ４

　　注:基于线性回归,各模型变量贡献率总和为１００％;排名为重要性排序,１为最高,７为最低

表９概括了社交媒体使用和社会结构因素作为观测条件,对青年人婚恋观光谱的作用贡献率大小及

其重要性的排序.
从传统基础型婚恋观来看,青年人自身所处社会结构因素的意义远重要于社交媒体的影响.其中,个

人因素重要性占比近半(４９．８７％),具有决定性意义;家庭因素排在第二(２３．７４％);社会因素综合作用占

１４．８２％;社交媒体总体贡献率不足１２％.即对于恋爱、婚姻、生育等观念导向,虽然使用社交媒体确实产

生了促进作用,但青年人个体的社会结构才是推动这类观念的关键因素.
现代适应型婚恋观的影响因素中个人层面占比最高(２７．２７％),但“多元观念广场”的联结发挥了重大

作用.非两性情感交友类的弱关系媒体即微博、豆瓣、知乎、小红书等内部具有广泛弱关系和“小世界”社
交网络意见集合,供各类网友、群体和组织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场域交换观念,其对现代适应型婚恋观形成

的贡献率高达２６．９６％,促进了青年人对现代、新兴、多元化婚恋形式和相关观念的理解、适应和接受,揭示

出社会分化和文化发展背景下,个体化观念对传统和现代价值观整合并走向自主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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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探索型婚恋观最重要的影响源是社交媒体,其中两性情感交友类社交媒体的作用高达３１．０１％,强
关系社交媒体占比２１．２６％,二者综合贡献率过半,但结合PSM结果的方向性看,二者作用明显相反———强关

系类的熟人社交强化了青年人对婚恋传统价值的尊重和承认,指向聚合性的婚恋结果,而两性情感交友类社

交媒体则导向了离散性的非婚恋结果,反映了个体在后现代社会中的独立性和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可见,社
交媒体对此类婚恋观的作用充满内在张力,存在相互撕扯,是依据社会资本类型而分化的.

四、结论与讨论

既有研究对社交媒体影响婚恋观念的路径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大多进行了定性阐释层面的因果叙事,
形成了视角和结论各异的一系列成果,但对于关键路径的判别往往基于经验,莫衷一是.在此基础上,本
文创新地通过因果推断等方式,基于全国范围大规模社会调查样本的统计数据,实证考察了社交媒体和多

层次社会结构性因素对青年群体婚恋观念的作用方向及其博弈机制,得到了一组有意义的研究发现.
表１０　“假设—检验”结论统计

传统基础型婚恋观 现代适应型婚恋观 后现代探索型婚恋观

H１a 相反 拒绝 H１b 不显著 拒绝 H１c 不显著 拒绝

H２a 显著 接受 H２b 相反 拒绝 H２c 显著 接受

H３a 不显著 拒绝 H３b 显著 接受 H３c 显著 接受

H４a 显著 接受 H４b 显著 接受 H４c 显著 接受

H５a 精确方向 接受 H５b 合理方向 部分接受 H５c 合理方向 部分接受

检验结果具体解释如下:匹配个体社会结构属性后———社交媒体使用时长削弱了传统基础型婚恋观

(H１a),对现代适应型婚恋观和后现代探索型婚恋观无影响(H１b& H１c);强关系社交媒体强化了传统基

础型婚恋观和现代适应型婚恋观(H２a& H２b),削弱了后现代探索型婚恋观(H２c);弱关系社交媒体对传

统基础型婚恋观无影响(H３a),强化了现代适应型婚恋观和后现代探索型婚恋观(H３b& H３c);两性情感

交友类社交媒体正向放大了三类婚恋观(H４a& H４b& H４c).传统基础型婚恋观最受个体社会结构影

响,社交媒体作用微乎其微(H５a);现代适应型婚恋观最受广场类弱关系社交媒体影响(非两性类)
(H５b);后现代探索型婚恋观最受两性情感交友类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H５c).

此外,具体研究过程还提供了“假设—检验”逻辑之外丰富、耐人寻味的细节,如PSM 中用于筛选匹配

条件的回归探讨了社会结构要素如何以非线性方式影响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匹配后的系数解释了各要

素对婚恋观光谱的作用强度,夏普利值分解提供了社会广谱意义下不同要素的博弈机制,这些发现已在前

述步骤随文表述,此处不再统述.
毫无疑问,社交媒体深度推动了生活方式变革,它既是人们分享婚恋观念、个体经历和社会认知的平

台,又是收录、传播、影响大众观念,甚至形塑社会结构的“重器”———基于圈层却又超越圈层,始于年轻人

又扩散到全民,形成了一种宏观文化和微观观念之间、媒介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构关系[４１],充分照应

了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的理论意义.
基于研究结果进一步延伸可以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时长”这一经典变量的意义正在流失.一方面,移

动互联网的工具属性与用户日常生活生产的属性深度绑定,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大多数都保持着时

刻在线的状态,并将这种移动连接视作为理所当然[４２].随着当下研究前沿逐渐转向技术的社会性及其数

字福祉,断连(disconnect)成为社交媒体效果研究中的热点话题[４３],因而“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长(或频次)”
变量将更多作为控制组产生基础对照意义———相比“使用者”而言,“不使用者”反而更具备潜在的研究价

值.另一方面,设问中“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多长时间”和移动互联网的媒介场景已经不相匹配.移动

应用商业化进程加速了社交媒体的概念泛化,社交连接作为平台基础功能渗透各类应用,铸造了一种隐匿

在“平台生态系统”(platformecosystem)中的数字生活[４４].部分作答者可能并未意识到“社交媒体”不仅

仅是聊天软件这么简单,因此,这个概念的理论效度事实上有所削弱.
关照社会网络的理论维度,青年用户对社交媒体类型偏好为何能展现出如此巨大的结果差异?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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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我们要注意到的根本问题是社交媒体的形态划分并不具备关键意义.个体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和

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要素既有二重性又有博弈关系,社会网络中关系的强度可视作二者的交集.关系网

络延伸到社交媒体使用的表象上所形成的婚恋观光谱的流动与撕裂,本质上是用户所处社会结构中的关

系和内外观念的互动与分化效应,可以体现社会资本在媒介平台的分配过程.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社交媒体的“强/弱关系”更多是基于平台属性而非用户真实状态进行分型———

被归为弱关系的微博、豆瓣、小红书等广场平台类媒体并不排除强关系的存在,同理,微信等工作社交类型

也可能是泛泛之交.这需要我们再度从理论出发,重新考虑中国庞大社会网络如何发挥作用,并具体到社

交媒体研究当中.
另有几个视角不可忽视,如“观念—行为”链条、社交媒体风险和平台规训等.从婚恋观到婚恋行为并

非直接导向,会牵涉隐私暴露、虚假信息与信任障碍、平台规则的观念规制和议程设置等问题,大众传播中

“沉默的螺旋”、极化效应等都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展演和铺开而进一步塑造公众

婚恋观,影响个体行为.因而,这启示了我们下一步的研究方向:社交媒体平台中的规则设定和群体氛围

规制,是否能够影响及如何影响观念形变? 这需要更精准的实验法、工具变量或操作化手段.无论如何,
研究者须将因果推断方法和质性解释更好结合,避免简单统计推断而走向臆测的社会因果论断[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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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MediaUsageandtheSpectrumofYoungPeoplesViewsonLoveandMarriage:
BasedonPropensityScoreMatchingandShapleyValueDecomposition

LIUDehuan,GONGGu
Abstract:Alongthedimensionofsocialchangefrom “traditional”to“modern”andto“postmodern”,aspectrumof

youngpeoplesviewsonloveandmarriagewasconstructed．UsingpropensityscorematchingandShapleyvaluedecomposiＧ
tion,thestudyexaminestheeffectofcausalmechanismsanddynamicinterplaybetweensocialmediaandsocialstructural
backgroundsonviewsonloveand marriage．Theresearchfindsthatpersonal,family,andsocialfactorsnonＧlinearly
influenceyoungpeoplesuseofsocialmedia．The“traditionalfoundational”viewsonloveandmarriagearemostinfluenced
byindividualstructuralbackgrounds,withsocialmediaplayinganegligiblerole．Incontrast,the“modernadaptive”viewsare
morereinforcedbyweakＧtiesocialmedia．The“postmodernexploratory”viewsaresignificantlyinfluencedandshapedbysoＧ
cialmedia;strongＧtiesocialmediaweakenthisperspective,whilegenderＧspecificdatingsocialmediastrengthenitswideＧ
spreadacceptance．Thesefindingsrevealhowsocialmedia,asacatalystfornewＧeraviewsonloveandmarriage,reflectsrich
culturalphenomenaandsocialdynamicsamongyoung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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